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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佛教在中国的发展，受三种关系之制约：第一，佛教与专制王权间的政教关系；第二，佛教与国教

儒教间的教教关系；第三，佛教与宗法制社会的教俗关系。这三层关系可归结为真俗或权实关系。真不

离俗而不退堕为俗，实应兼权而不依附于权。但在实际运作中，中国佛教徒经常面临的是“谈真则逆俗，

顺俗则违真”[1]的两难困局。 
 
  佛教能在中国得到传播，表明中国社会需要佛教。至于中国社会对佛教的迎拒和改造，取决于高踞

社会之上的王权和国教，那么问题就简化为王权、国教和佛教三者如何保持动态平衡。当相对的平衡状

态被打破时，三者就会用各自的方式以达到新的平衡。 
 
  距今一千五百九十年，东晋元兴二年（402），中国佛教史上发生了二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

其一，桓玄挑起了沙门敬王之诤；其二，慧远成立庐山莲社，表明政教、儒佛之间对不平衡状态的反应。

作为当时全国众望所归的佛教领袖，慧远力挽狂澜，外抗强权，内争僧格，克服了一次“无上道服毁于

尘俗，亮到之心屈乎人事”[2]的危机。慧远建设庐山教团的理论和实践，为正确处理三者间的矛盾，

留下了至今仍具指导意义的宝贵经验。 
   
 
二 
 
  先看政教关系。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头脑清醒的世俗统治者，都不会因夷夏之辨等皮相之论而忽

略佛教的存在价值。在桓玄之前，北方有羯赵石虎“佛是戎神，正所应奉”[2]的率直之言；在桓玄以后，

南方有宋文帝“若使率土之滨皆纯此化，则吾坐致太平”[3]的当政理想。桓玄在《与僚属沙汰众僧教》

中， 
在“佛所贵无为，殷勤在于绝欲”的前提下，允许“畅说义理”、“奉戒无亏”、“山居养志”的三种沙门存

在。可见，桓玄无意从根本上消灭佛教，他反对的是佛教在政教、教俗关系上的角色错位，由此会带来

“伤治害政，尘滓佛教，固已彼此俱弊”的后果[4]。 
 
  中国不曾出现佛教凌驾于王权的局面，僧尼干政亦是仅见的例外，且多为世俗统治者利用的结果

[5]。东晋十六国时代，在政教关系上并存着主奴关系和主宾关系这两种格局。从桓玄对这两种格局的

依违矛盾态度，颇能反映世俗统治者对佛教的微妙心态。 
 
  桓玄重建沙门尽敬之议，试图用行政手段将出家沙门置于世俗的臣民系列[6]。这就与不拜君亲的

佛教礼制发生冲突。佛教礼制是同出世的宗教性格紧密相连的，无视佛教的宗教信仰特点，用世俗的礼

制划一之，无疑是用行政手段推进佛教的世俗化。 
 
  当时佛教内部正涌现一股世俗化浊流，表现为竞其奢淫、与民争利、结交权贵、迎合俗习。时人讥

为：“何其栖托高远，而业尚鄙近”[7]。佛教的世俗化有教内外的原因，屈从王权、迎合世俗实为最直

接的原因。佛教在政教、教俗关系中的角色错位，不在于“抗礼万乘”、“不营流俗”，恰恰在于世俗化！

当时 
“佛教陵迟，秽杂日久”[8]，不仅引起社会的垢议，亦为当政者所蔑视，每每引为整肃佛教的口实。桓

玄一方面欲将佛教置于主奴关系中，另一方面又瞧不起“虽外毁仪容，而心过俗人”[9]的僧尼，对保持

佛教独立地位的慧远庐山教团则表示敬意。 
 
  慧远不反对世俗政权动用国家机器来整顿佛教世俗化的颓风，但这种行政干预每因不懂佛法的俗官

把握不住政策法令而导致“滥及善人”的后果。慧远认为克服因世俗化而引起的角色错位现象，只有通

过僧团内部整顿，加强佛教自身建设才能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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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必须坚决摒弃那种置佛教于屈辱地位、又无益于国家、社会的主奴关系模式；维护政教各安其

位、佛教对政治保持若即若离、不卑不亢之超然态度的主宾关系模式。慧远以“庐山道德所居”的实践

证明了这种模式之可行，又通过《与桓太尉论料简沙门书》、《沙门不敬王者论》等著作，从理论上阐

明了这种 
模式之必要。 
 
  慧远首先肯定占佛教徒人数大多数的在家信徒遵循世俗的“天属之爱，奉主之礼”，而且，他们的

礼敬有着远比社会其他成员深厚的宗教内涵。“礼敬有本，遂因之而成教”，宗教维护礼教和社会稳定

的功能由此凸现。只有追溯到三世因果的“冥应”，方能使属于世俗政治和伦理范畴的礼敬得到人民自

觉而持久的保证。而且，这还仅仅是顺通凡夫“厚身存生”之情的方便权说[10]。然在宗教思想上，佛

教的这种权宜之说超过了儒教的水平。 
 
  佛教化世导俗的活力在于不断超越。从“以情欲为苑囿”的世俗社会，超越到“广开天人之路”，进

而超越到“远通三乘之津”。超越建立在对现实世间的批判上：众生因“其外未明”，为情欲牵缚而流动

于三界以致受苦无穷。“外”者，即佛教的终极理想——涅槃。因此，佛教的超越信仰就不能为被超越的

对象所拘限[11]。 
 
  出家修道的沙门就是实践这种理想的“方外之宾”。慧远不是像有些人为了顺世媚俗，片面强调佛

教与社会、政治相适应的一面，而是直面宗教与社会、政治的矛盾：“此理之与形乖，道之与俗反者

也。”只有处理政教不即不离的状态，佛教才能真正做到“协契皇极，在宥生民”[12]。 
 
  在政教之间保持适度张力是必要的，此所以沙门“抗礼万乘，高尚其事”（《求宗不顺化三》）佛

教以方外之宾身份，不干预政治也不屈从政治，对社会运作起一种宣泄和解毒机制实为保持社会稳定之

最佳方式。慧远之时和慧远之后，确有一些目光短浅、急功近利的世俗统治者，把政教间的主宾关系扭

曲为君臣关系亦即主奴关系。历史已证明：“其所以伤治害政，尘滓佛教”，使政教两方面都受到污染

和伤害。 
   
 
三 
 
  在世俗政权对佛教的制约背后，每每矗立着儒教的阴影。  
 
  中国有自己固有的宗教传统，建立在宗法制社会基础上的中国传统宗教，以祖先崇拜和社稷崇拜为

基础，帝王以德承天命而为天下宗主，敬天祭祖，既是国家大典，也是宗教礼仪。汉武帝之后，儒教作

为宗法社会的政治礼制、伦理规范和宗教祭祀的合法继承者，逐渐与国家权力形成政教合一体制。忠君

孝亲，不仅是世俗社会的伦理准则和政治宪令，也是精神世界的宗教诫条。 
 
  儒教有三个内在的缺陷，使它无法成为完全意义上的宗教。第一，以德配天命、以仁为礼内涵的人

文精神；第二，对鬼神世界存而不论的入世取向；第三，与王权共沉浮的政治命运。上述特点，使儒教

可以成为一个开放系统，兼容其他探求形而上道思想体系和“怪力乱神”的民间信仰。当政局动荡、国

土分裂之际，这种政教合一的体制就撕开了巨大缺口。魏晋时代，篡逆不断，儒教的核心信条忠孝受到

无情的嘲弄。 
 
  佛教是在儒教失落时在中国得到大规模传播的。佛教以其精深的性空智慧、博大的慈悲精神、谨严

的修证实践以及建立在真俗不二基础上的方便善巧，填补了因儒教的现世指向和其他民间信仰的粗俗鄙

陋所留下的精神空间，满足了社会各阶层的宗教需求。 
 
  儒教作为一种国教，又具有宗教的排他性，力图建立一个排斥异端的封闭系统。东晋二次敬王之诤，

都反映着儒教重建、强化政教合一体制的努力。 
 
  庚冰认为佛教动摇了儒教的国教地位，从而动摇了王权的基础，“弃礼于一朝，废教于当世”[13]。
并重申：“王教不得不一，二之则乱，斯昔圣所以宪章，体国所宜不惑也”[14]。六十年之后，桓玄重

提沙门敬王，他所补充的“理据”，仍不出于王教合一的窠臼[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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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世俗统治者把儒教视作国教，即便它处于名存实亡境地，儒佛之间就只能是一场不对等的竞赛。

历史上不乏佛道之争，却罕见佛教向儒教的国教地位挑战，佛教的宗教品格天然地适合在政教分离的环

境中发展，在政（儒）教合一的环境中，佛教无法也无必要在政治上同儒教抗衡。慧远明智地退出政治

的漩涡，并承认儒教在世间法上的尊荣地位[16]。 
 
  宗教只有建立在社会之上才有永久的生命力。在满足社会对“独绝之教，不变之宗”的探求上，儒

教的局限是显而易见的[17]。以耳目为关键的经验主义立场使儒教无法探究六合之外的超越界，慧远

指出对六合之外的死亡和鬼神世界存而不论，这是儒教的局限，但并未取消这超越界的存在，“分至则

止其智之所不知，而不关其外者也”。作为宗教，儒佛二家的深浅、权实分际立判[18]。这使佛教当仁

不让地承担起深化、发展中国宗教的任务。 
 
  在宗法社会、专制王权和儒家礼教这金字塔型的中国固有政教格局中，慧远让佛教摆脱作为王权和

国教之附庸的屈辱地位，直接让佛教建立在社会之上。然后由体起用、不变随缘，协调佛教与王权和国

教的关系。 
 
  从“向下门”角度看，超越的佛教与王权和国教没有根本的冲突，反而有助于王化[19]。 
 
  从“向上门”角度看，世俗王权和入世色彩浓厚的儒教均被引向出世的终极关切和弘法利生的实践

中[20]。于是，世间的君王，成为佛菩萨的应化示现；高居庙堂的儒教，纳入方便度众的权教系列

[21]。 
 
  如何处理同国家权力结合在一起的儒教关系，始终是关于佛教在中国兴衰存亡的大事。慧远“内外

之道可合而明”的原则，维护了佛教的主体地位，确立了儒佛“出处诚异，终期则同”的权实关系，成为

中国佛教正确处理佛儒道三教关系的基础。 
   
 
四 
 
  佛教，是由出家僧尼和家居士以共同的出世信仰为纽带组成的特殊社会集团。慧远将佛教区别于其

他社会集团的殊胜处，概括为“禅思入微”、“讽味遗典”、“兴建福业”三科，三者“皆以律行为

本”[22]。我们可从中提出信仰素质、文化品位和组织规模三大指标。慧远以一“博综六经，尤善庄老”
的高级知识分子，为佛教超越的信仰素质和高尚的文化品位所折服，并叹“儒道九流，皆糠秕耳”[23]，
颇能反映当时多数知识分子对佛教的接受和认同。三大指标中的弱项是组织规模。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教

团组织，佛教就无法保持自己超然独立的地位，并使自己的信仰素质和文化品位退堕。 
 
  慧远的时代，佛教对王权的屈服、对儒教的依附、对世俗的迁就，还没有到后世那种地步。但由上

述原因所造成的世俗化浊流，已为世俗统治者的行政干预准备了藉口。在桓玄之后，不仅发生了“三武

一宗”那样的大规模的暴力镇压，更演进为世界仅有的僧官制度，把佛教纳入世俗政权的全面管辖之下。 
 
  慧远以佛教领袖的忧患意识和历史洞察力，向教内敲响了这关于“交丧之所由、千载之否运”[24]
的警钟。他毕生的努力，就是建设一个模范教团以激浊扬清，“令饰伪取容者，自绝于假通之路；信道

怀真者，无复负俗之嫌。”[25]庐山教团高悬“山林佛教”[26]大旗，在教内外陵迟佛法所导致的世俗

化浊浪中砥柱中流，致力于佛教自身建设，为佛教的未来发展积聚资粮。 
 
  庐山教团是道安系教团的延伸和发展，它不同于西方中世纪时藉助世俗权力的金字塔型教会，也不

同于后世具有宗法性传法世系却又一盘散沙般的宗派，维系教团存在和发展，有三种如红线般贯穿始终

的精神。 
 
  一曰领袖人物身体力行的戒律精神。慧远继道安《僧尼规范》，扩充制定了《社寺节度》、《外寺

僧节度》、《比丘尼节度》等教团规制[27]。只有领袖人物严格自律的榜样，才能使戒规体现为全教

团的共同意志[28]。惟如此，才能不威而重、不令而行[29]，当政教关系发生磨擦时，则能保持住佛

教的有生力量[30]。 
 
  二曰维护教团地位和荣誉的团队精神。以道安用释氏统一沙门之姓为标志，表明中国佛教徒摆脱依

草附木的地位，建立打破门派、地域、家国畛域的统一教团的努力。法遇自责之后，即将自己的过错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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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慧远，一根荆条连接着长安、荆州和庐山，表明道安系教团内部的凝聚力和自治水平。这种团队精神

也表现为对无原则依附外学的“邪说”的批判。慧远在荆州问竺法汰疾，参与法汰组织的对“心无义”代
表人物道恒的批判，从他沟通南北中外大小乘佛教的恢宏气度来看，恐怕不能看作狭窄的门派之争

[31]。当佛教内忧外患，面临被整肃危机之时，虽不在搜简之例，亦拍案而起，挺身而出，为僧伽争

人格，为教团作辩护。 
 
  三曰广布教法的弘法精神。“教化之体，宜令广布”[32]。宗教存在和发展于传播过程中，契时应

机，转机而不为机转。北方战乱颇仍而国主多护持佛法，故有道安“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之动；南

方偏安一隅而佛法精神衰替，故有慧远“影不出山，迹不入俗”之静。 
 
  唯超越的信仰才能拥有博大的胸怀；唯博大的胸怀方可成就超越的事业。戒律精神、团队精神、弘

法精神，熔铸成庐山教团特立独行的道风和学风，使佛教的信仰素质、组织规模、文化品位得到均衡发

展。 
 
  在“京师竞其奢淫，荣观纷于朝市”的宫廷式佛教、贵族式佛教、商业化佛教的浊流中，庐山教团

以与世法不共的修证实践证明了佛教存在于世的价值，对一切“信道怀真”的佛教徒形成了巨大凝聚力，

也使所有不信佛教乃至迫害佛教者为真正佛教徒的人格感召力所慑服。超越的信仰素质是建设佛教教团、

推广佛教文化的根本。庐山教团以恪守戒律为基础，以修证禅观为日课，以往生净土为旨归，一切社会

活动和文化施设都围绕着修证实践进行。从而在以儒教为官方意识形态的国度里，佛教能起到为儒教无

法取代的作用。慧远作为佛教领袖，成为社会各界敬仰的精神导师[33]。 
 
  以慧远为核心，庐山集结了一批精通内外学的僧俗分子。庐山教团是一种超越精神和博大胸怀的象

征，它绝不限于庐山一地，也不局限于公元 402 年成立的庐山莲社。“夕惕宵勤”的修道，四海一家的

教团建设，以及面向各界的弘法活动，在南北分裂的政治环境中，庐山教团成为当时中国佛教的中心。 
 
  慧远晚年，长安和庐山是中国南北两大佛学重镇。长安的译经事业，由道安奠下基础。鸠摩罗什被

迎请至长安，亦出于道安向符坚劝请[34]。罗什入关后，慧远主动致书通候，并鼓动门下道生、慧观、

道温、昙翼等北上请益。当慧远从法识处得知罗什想回龟兹，作书挽留，并以法身、实相等佛学问题咨

询，请罗什批释。尤其显示慧远佛教领袖之恢宏气度和远见卓识的是，以慧远和罗什之亲密关系，当佛

陀跋陀罗被罗什门下摈出长安，慧远毅然请佛陀跋陀罗到庐山讲学，译出《达摩多罗禅经》，同时致书

姚兴和长安，调解摈事。鸠摩罗什因国主恶作剧致戒行有亏，又以排斥佛陀跋陀罗而稍逊风度。相形之

下，罗什称慧远兼备福、戒、博闻、辩才、深智，确非谦辞。慧远兼弘大小乘佛学，派弟子法净、法领

等到西域取经，迎请西域沙门僧伽提婆译出《阿毗昙心论》和《三法度论》，请昙摩流支译出《十诵

律》。沟通南北佛学交流，调解南北教团中的内部事务。慧远作为中外佛教徒众望所归的佛教领袖，是

当之无愧的[35]。 
 
 
五 
 
  太虚称“中国佛学的特质在禅”，表现为道安—慧远所开创的本佛、重经、博约、重行的主流，从而

使中国佛教循着“禅观行演为台贤教”、“禅台贤流归净土门”[36]的轨迹发展。在发扬中国佛教之优良

传统、重建中国佛教的今天，缅怀慧远大师的历史功绩，深惧大法之将沦，感前事之不忘”[37]，谨将

本文概括为如下数点： 
 
  （一）慧远是世界宗教史上最早系统阐发政教分离思想的领袖。佛教只有在政教分离的环境下才能

得到健康发展，并对社会发挥其独到的净化人心、稳定社会、维护和平的作用。 
 
  （二）慧远拒斥以儒教垄断思想信仰领域的文化专制主义。儒教合明的主张表明思想有多重层次、

多元领域。让世俗的归于世俗，让神圣的归于神圣，开启了儒以治世，佛以治心的协调发展道路。 
 
  （三）慧远把高扬佛教的主体意识和独立地位奠定在勤修戒定慧的修证实践基础上，把克服佛教的

世俗化置于关乎佛教生死存亡的高度。 
 
  （四）慧远建立了庐山教团的模范样板，并致力于建设一个超越教派、宗派、门派的统一教团，这

一教团不借助世俗权力之推动，靠的是严谨的修道精神和领袖人物的人格感召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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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慧远团结了中外、南北、僧俗知识分子，推动佛教弘法事业，提高了佛教的文化品位，使超

越的佛教信仰内核通过文化载体得以传播，同时也丰富、深化了中国文化。 
 
注： 
    [1] 僧肇：《肇论·物不迁论》。 
    [2] 《高僧传》卷九《佛图澄传》。 
    [3] 《何尚之答宋文帝赞扬佛教事》，《弘明集》卷一。 
    [4] 《弘明集》卷一二。 
    [5] 桓玄本人亦出于政治权谋奔走当时结纳后妃的尼支妙音门下，他翦灭政敌殷仲堪独擅朝政后， 

          重调沙门敬王之调，防范僧尼干政的猜忌心理亦是一个原因。支妙音等结交权门，史称“晋 

          祚自此倾突矣”（《晋书·孝武帝本纪》），并不公正。 
    [6] 桓玄《与八座论沙门敬事书》：“沙门之所以生生资存，亦日用于理命，岂有受其德而遣其 

          礼，沾其惠而废其敬哉？”（《弘明集》卷一二）。 
    [7] 见道恒《释驳论》所引，《弘明集》卷六。 
    [8] 慧远：《与桓太尉论料简沙门书》，《弘明集》卷一二。 
    [9] 桓玄：《与远法师劝罢道书》，《弘明集》卷一。 
    [10]“故以罪对心为刑罚，使惧而后慎；以天堂为惩赏，使悦而后动”（《沙门不敬王者论· 
        在家一》）。 
    [11]“其为教也，达患累缘于有身，不存身以息患；知生生由于禀化，不顺化以求宗” 
       （《出家二》）。 
    [12]不即：“凡在出家，皆遁世以求其志，变俗以达其道。变俗则服章不得与世典同礼， 

         遁世则宜高尚其迹。”不离：“如令一夫全德，则道恰六亲，泽流天下，虽不处王侯之位，亦 

         已协契皇极，在宥生民矣，是故内乖天属之重，而不违其孝；外阙奉主之恭，而不失其敬。” 
       （《出家二》）。 
    [13]《代晋成帝沙门不应尽敬诏》，《弘明集》卷一二。 
    [14]《重代晋成帝沙门不应尽敬诏》，同上。 
    [15]“天地之大德曰生，通生理物，存乎王者，敬尊其神器，而礼实惟隆。”同注[6]。 
    [16]“天地之道，功尽于运化；帝王之德，理极于顺通”（《体极不兼应四》）。 
    [17]《三报论》：“由世典以一生为限，不明其外。其外未明，故寻理者自毕于视听之内” 
        （《弘明集》）卷五。 
    [18]“若以对夫独绝之教、不变之宗，固不得同年而语其优劣，亦已明矣。”同注[6]。 
    [19]何尚之对宋文帝阐述佛教的政治功能和社会功能时，引述了慧远如下一段话：“释氏之化， 

         无所不可，适道固自教源，济俗亦为要务。世主若能剪其论伪，奖其验实，与皇之政并行四 

         海，幽显协力，其效黎庶，何成、康、文、景独可奇哉？使周、汉之初，复兼此化，颂作刑 

         清，倍当速耳！”同注[3]。 
    [20]“道法之与名教，如来之与尧孔，发致虽殊，潜相影响；出处诚异，终期则同” 
       （《体极不兼应四》）。 
    [21]“是故自乖而求其合，则知理会之必同；自合而求其乖，则悟体极之多方。”同上。 
    [22]同注[6]。 
    [23]《高僧传》卷六《慧远传》。 
    [24]《沙门不敬王者论·序》 
    [25]同注[8]。 
    [26]谢灵运在《庐山慧远法师传并序》中称：“尔乃怀仁山林，隐居求志，于是众僧云集，勤修 

         净行，同法餐风，栖迟道门，可谓五百之季，仰绍舍卫之风；庐山之山畏，俯传灵鹫之旨： 

         洋洋乎未曾闻也。”（《广弘明集》卷二三）。 
    [27]陆澄《法论目录》，《出三藏记集》卷一二。 
    [28]习凿齿称道安“无变化技术可以惑常人之耳目，无重威大势可以整群小之参差，而师徒肃肃， 

         自相尊敬”（《高僧传》卷五《道安传》）。道安弟子法遇在江陵未能按律处置犯禁僧人，道 

         安从长安寄荆条以示批评，法遇遂集众自责，命维那执荆条击已三下（见《法遇传》，同   

         上）。慧远临终都不肯为治病而从权服用豉酒、米汁（见《慧远传》）。 

     [29]如挟“震王之威”的桓玄、“强正不忄单”的慧义、“负才傲俗”的谢灵运等教内外人士，在慧 

          远的人格力量前皆“肃然心服”。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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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道安同门竺僧朗领导的泰山僧团与道安同气相求，苻坚沙汰众僧时特下诏：“朗法师戒德冰 

          霜，学徒清秀，昆仑一山不在搜例”（《高僧传》卷五《竺僧朗传》）。 
    [31]心无义为支愍度南渡后为“救饥”而迎合江南士族社会盛行的玄学，改变空义旧说而创，当时 

          即遭与支愍度同行的道连、道一等反对（见《世说新语·假谲篇》）。道安、慧远反对“格 

          义”而不废俗书，不仅在学理上正本清源，亦出于自尊而对依附玄学而行的依草附木之风的 

          自觉反省。 
    [32]道安与竺法汰等诣飞龙山同竺道护相会时，曾共言：“居静离俗，每欲匡正大法，岂可独步 

          山门，使法轮辍轸？宜各随力所被，以报佛恩”（《道安传》）。 
    [33]司徒王谧感叹自己未老先衰，慧远覆信云：“古人不爱尺璧而重寸阴，观其所存，似不在长 

         年，檀越既履顺而游性，乘佛理以御心，因此而推，复何羡于遐龄？”（《慧远传》） 
    [34]汤用彤先生指出：“当安公初至长安，即闻罗什之名于僧纯，每劝坚迎什。什亦远闻安风， 

         谓是东方圣人，恒遥而礼之，则罗什之来，固亦由于道安”（《汉魏两晋北朝佛教史》 

         第八章）。 
    [35]《慧远传》：“葱外妙典，关中胜说，所以来集兹土者，远之力也！外国众僧，咸称汉地有 

         大乘道士，每至烧香礼拜，辄东向稽首，献心庐岳。” 
    [36]太虚：《中国佛学》。 
    [37]同注[24]。 
 
(刊于《佛学研究》创刊号，199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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